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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佛像的造型、 头背光以及服饰等因素的差异， 龟兹石窟中的佛像风格可分为四类： 印

度风格、 龟兹风格、 汉地风格和回鹘风格。 印度风格佛像出现于龟兹石窟早期， 包括犍陀罗风格和秣

菟罗风格两种类型， 其中犍陀罗风格佛像较多。 龟兹风格佛像形成于公元 ４ 世纪， 延续至龟兹佛教的

衰亡时期， 是在龟兹本地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印度、 中亚文化而发展形成的佛像类型。 汉地风格佛

像， 是唐代汉传佛教艺术传入龟兹的产物， 艺术风格接近同时期中原佛教艺术。 回鹘风格佛像， 约公

元 １０ 世纪及以后， 是回鹘人西迁后在吸收中原佛教和龟兹佛教艺术因素， 形成的具有回鹘人审美特

色的佛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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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龟兹石窟艺术研究现状简述

龟兹位于古丝绸之路上， 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 一个多世纪以来， 由于其

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龟兹佛教艺术是其中的为热点之

一， 也是新兴 “龟兹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已蔚为大观。
最早对龟兹石窟壁画风格研究的是德国学者。 格伦威德尔把克孜尔石窟壁画风格分

为五种画风： 犍陀罗画风、 武士画风、 早期突厥画风、 晚期突厥画风、 喇嘛教画风。①

其后， 勒柯克、 瓦尔德施密特也做过研究。 他们对克孜尔石窟画风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

对整个龟兹地区石窟壁画的看法。 德国人的画风论， 是以西方的历史观、 文化观为中

心， 在论述龟兹石窟画风上， 概念模糊， 观点片面， 无视龟兹本土文化因素， 也完全忽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２６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民族民间美术研究中心招标课题 “库木吐

喇石窟佛像的类型及其源流” （ＸＪＥＤＵ０４０８１３Ｃ０６）
作者简介： 赵丽娅 （１９８０－　 ）， 女， 甘肃武威人。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佛教美术与壁画临摹研究。
　 ①　 见晁华山 《二十世纪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

《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 （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１３９－１５０ 页。

８９



略了中原汉风洞窟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学者意识到依据上述观点研究龟兹佛教艺术是不科学的， 必须

另辟蹊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中国先后组织专家对新疆文物开展调查， 龟兹石窟是

其中重点对象。 通过一系列考察和研究后， 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 代表作

有： 阎文儒先生的 《新疆天山以南石窟》、 常书鸿先生的 《新疆石窟艺术》、 金维诺先

生的 《龟兹艺术风格与成就》、 宿白先生的 《克孜尔部分洞窟的分期与年代等问题的初

步探索》、 黄心川先生的 《从印度到中国： 佛教造像的艺术之路》 以及新疆学者一系列

重要论著， 如袁廷鹤先生的 《龟兹风壁画的形成与发展》、 霍旭初先生的 《丹青照千秋

———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览胜》、 贾应逸先生的 《历史画廊———库木吐喇石窟壁画研

究》， 这些研究成果使龟兹石窟艺术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度， 开辟了龟兹佛教艺术研究的

新境界。①

上述文章涉及到了龟兹佛教艺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如何认识龟兹佛教艺

术中的多种因素———犍陀罗、 秣菟罗以及汉传佛教艺术。 上述文章的许多观点， 是值得

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对我们全面认识龟兹地区佛教美术的特质、 价值及其在中国佛教美

术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是有益的。 但是这些文章对于龟兹地区佛教艺术的风格的论述大

多偏于宏观， 而对于具体题材的分析较少， 使得我们对龟兹佛教艺术的了解尚不够

深入。
佛陀造像是佛教艺术中尊格最高、 神圣性最强的造型类型。 一个地区的佛教艺术特

色， 佛像造型特征是鲜明的标志之一。 龟兹石窟中的佛像， 尽管严格遵守印度佛教所规

范的仪轨， 但在多样文化的交汇和影响下， 也产生了具有龟兹地方特色的佛像造型。 此

外， 唐以后汉传佛教艺术的回流， 使得这一地区的佛像类型更为丰富。
有鉴于此， 笔者拟以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佛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全面调查和整理

龟兹地区佛像的基础上，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龟兹石窟中的佛像进行初步分类并归

纳其特点， 然后进一步探讨它们与周边其它佛教艺术中同类造像的关系， 以期为龟兹佛

教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不当之处， 还望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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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龟兹石窟佛像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

综合佛像的造型、 手印、 服饰、 头背光和佛座等要素， 龟兹石窟的佛像风格可分为

四类： 印度风格、 龟兹风格、 汉地风格及回鹘风格。

（一） 印度风格佛像

龟兹石窟中具有印度风格的佛像， 可分为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两类。
１ 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是龟兹地区早期佛像的主流风格， 出现于公元 ３ 世纪中

叶， 这种风格佛像持续时间久， 一直延续到公元 ７、 ８ 世纪。 犍陀罗风格又可分为两种

类型。 第一类型佛像的主要特点列表如下 （表 １）：

表 １

发髻样式 发髻颜色 白毫 脸型 五官特征

磨光发髻、 肉髻扁平、
束发带

①黑色
②蓝色

有 方圆

额头短平、 眼睛微
闭、 目视下方， 眼
眶、 嘴角深陷、 唇
薄， 鼻梁高耸

袈裟样式 袈裟颜色 手印 手部造型特征 姿态

①袒右
②通肩
③偏衫

①赤　
②蓝灰

说法印
写实、 手指短粗、

指尖上翘、
指肚圆润

①结跏趺坐
②交脚坐

佛座 头光 背光

①金刚座
②须弥座
③莲花座

圆轮形 椭圆形

　 　 这种类型的佛像， 以克孜尔石窟第 ７６ 窟、 ７７ 窟、 ９２ 窟、 １１８ 窟、 ２０７ 窟、 新 １ 窟

和库木吐喇石窟新 １ 窟、 新 ２ 窟、 沟口 ２３ 窟 （图 １） 为典型。 其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磨光发髻、 肉髻扁平在头顶稍前位置， 束发带， 发髻多为黑色。 脸型方圆， 额头短平。
发际线距眉毛较近， 眉间有白毫， 眼睑下垂， 目视下方。 鼻梁挺直， 与眉脊相接， 鼻翼

窄。 表情详和， 略带笑意。 大多着赤色通肩和袒右袈裟， 衣褶厚重， 衣纹交叠、 下垂感

强。 手部造型较写实、 手指短粗、 指尖上翘、 指肚圆润。 身长比例约为头部的五倍， 身

材显得短粗低矮。 圆轮形头光， 椭圆形身光， 多数坐在金刚座或须弥座上， 也有站立在

莲花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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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风格的佛像与犍陀罗艺术早期的佛像风格接近。 这时期犍陀罗地区佛像的

特点是脸型方圆， 额高， 眉间有白毫， 头后有头光， 双眸微闭， 目视前下方。 鼻梁高且

直， 嘴唇轮廓显著， 嘴角深陷且唇薄， 上唇蓄有小髭。 发向后梳， 呈波浪状， 发缕清

晰， 肉髻扁平在头顶稍前的位置。 身披通肩袈裟， 类似古罗马元老或哲人披的长方形厚

重外衣， 毛料质感强。 身长比例约为头部的六倍或五倍， 显得身材低矮①。 龟兹石窟第

一类佛像， 显然具有犍陀罗早期佛像的这些特点。
第二类型佛像， 以库木吐喇石窟新 １ 窟门道右侧壁拱形龛中的坐佛塑像为典型。 这

身坐佛像， 高发髻， 蓝色的波状发， 长圆形的脸型， 眼睛微闭， 鼻梁高耸与额头相连，
内着蓝色僧祇支， 右肩半袒， 外着土红色偏衫， 衣纹贴体， 在有些部位凸起的圆棱线上

再阴刻线条表现衣纹的层次。 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 禅定印。 头光呈圆轮状、 背光呈椭

圆状， 里面浮雕火焰纹样 （图 ２）。

　 图 １　 库木吐喇新 １ 窟主室券顶立佛 图 ２　 库木吐喇新 １ 窟门道龛中坐佛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采自 《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 图版 １８８）
这类佛像与犍陀罗后期艺术佛像接近。 犍陀罗后期艺术除延续犍陀罗前期造像固有

样式之外， 还较多吸收了秣菟罗艺术的因素， 脸型趋圆， 佛像大多不见小髭， 出现螺式

发髻。 大多佛像着通肩袈裟， 也有少量佛像着袒右袈裟， 服饰变薄， 凸显形体结构， 衣

纹出现阴刻线法和凸起圆棱线的方式塑造， 人物形体拉长、 比例把握娴熟②。 两者比

较，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２ 秣菟罗风格对龟兹佛像的影响， 时间要晚于犍陀罗风格。 秣菟罗风格佛像的特

点是： 健硕的身体， 脸型椭圆， 面颊饱满， 眉毛隆起弯若弓形， 嘴唇尤其下唇宽厚， 嘴

角上翘。 头光素面或有纹饰、 肉髻呈螺贝形， 也出现了螺发和少许的波状发， 眉间白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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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成一个小圆圈。 斜披的僧衣袒露右肩， 衣纹贴体， 以阴刻线条刻画， 凸显形体结

构①。 印度笈多王朝时期， 秣菟罗艺术继续发展， 创造出了所谓的 “湿衣佛像”。 佛

像脸型椭圆， 眉毛细长， 呈倒八字形向上挑起。 眼睑既不凸出也不深陷， 眼帘低垂，
带有深思冥想的的神情。 鼻梁高隆笔直， 下唇宽厚， 顶上肉髻是一圈圈排列整整齐

齐的螺丝状右旋的螺发。 通肩式的衣饰已是半透明的单薄纱衣， 纤细的衣纹从双肩

垂下一道道 Ｖ 字型或 Ｕ 字型纹路， 呈凸起的圆棱线式， 如同波动的涟漪紧贴身体，
被水打湿一般， 隐隐约约看见身体的轮廓 （图 ５）。 秣菟罗时代的另一佛教艺术流派

萨尔纳特艺术佛像的衣服更薄， 薄如蝉翼， 若隐若现， 若有若无， 只能仔细地通过

领口、 袖口和下摆边缘的几丝衣纹来判断是穿着袈裟的， 乍看恍若裸体， 故被称为

“裸体佛像”②。 克孜尔石窟 ７６ 窟出土的木雕坐佛像正是这种佛像特点的最好诠释 （图
３、 图 ４）。

　 　 　 　 　 图 ３　 　 　 　 　 　 　 　 　 　 　 　 　 　 图 ４　 　 　 　 　 　 　 　 　 　 　 图 ５
（图 ３　 克孜尔石窟 ７６ 窟出土木雕坐佛， 采自 《新疆佛教艺术》， 第 ９０ 页； 图 ４　 克孜

尔石窟 ７６ 窟出土木雕立佛， 采自 《新疆佛教艺术》， 第 ９１ 页； 图 ５　 萨尔纳特式造像，
采自 《世界博物馆全集 ３·印度国立博物馆》， 第 ９６ 页）
　 　 （二） 龟兹风格佛像

龟兹风格佛像是在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风格影响下， 以龟兹本土传统文化为基础，
融合上述各项因素而形成的艺术风格。 约形成于公元 ４ 世纪， 一直延续到龟兹佛教的衰

落时期。 现将其主要特点列表如下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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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发髻样式 发髻颜色 白毫 脸型 五官特征

①磨光发髻、 肉髻扁平
②螺髻、 肉髻扁平

蓝色 圆圈形 椭圆
额头宽、 距发髻

距离长、 五官集中

袈裟样式 袈裟颜色 手印 手部造型特征 姿态

①通肩
②袒右
③偏衫

①金箔
②青灰色
③黑色
④赤色

①禅定印
②说法印

手指修长、 指节由
粗变细， 指尖上翘

①立姿
②跏趺坐
③交脚坐
④倚坐姿
⑤卧姿

佛座 头光 背光

①金刚座
②莲花座

圆轮形 椭圆形

　 　 图 ６　 龟兹式佛像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龟兹风佛像艺术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佛像的面貌、 神

态、 服饰等都被打上了龟兹地域的烙印。
　 　 首先是面部造型开始平面化， 具有明显的龟兹地区本

地民族特点。 根据 《大唐西域记》 记载， 直至唐代， 龟兹

地方有一种特殊的风俗， 即将出生不久的婴儿头部压扁①，
因而当地人的头型都具有扁宽的特征， 这一点已为库车附

近墓葬出土的头盖骨所证实②。 而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各

种佛、 菩萨和世俗供养人的画像来观察， 也可以证明这一

点。 其特征主要是： 头部呈椭圆形， 额头扁平而宽阔， 发际

到眉间的距离较长， 两颐浑圆， 下颌短而深陷两颐中， 形成

所谓的双下巴。 圆浑的脸上， 安排着小而集中的五官， 蓝色

的发髻， 上述特点均与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有着明显的区别

（图 ６）。 手的造型上二者区别也很大， 犍陀罗风格佛像的手

部较写实、 手指粗短、 指尖上翘、 指肚圆润。 龟兹风佛像的

手指修长、 指节由粗变细， 指肚均匀， 指尖上翘。 身长比例约为头部的九倍， 圆轮型头

光， 椭圆形身光， 坐在金刚座上或站在莲花座上。
其次是袈裟色彩的使用上。 龟兹风格佛像的袈裟颜色除赤色外， 还大量运用了青灰

色和黑色， 尤其在袈裟上贴金箔是其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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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石窟中除了阿艾石窟以外， 其余 ８ 处石窟即克孜尔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 森木

塞姆石窟、 克孜尔尕哈石窟、 玛扎巴赫石窟、 托乎拉克艾肯石窟、 台台尔石窟、 温巴什

石窟中， 龟兹风格的佛像占据主体地位。
（三） 汉地风格佛像

龟兹地区汉风佛像， 是随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实行管辖， 在龟兹设置安西大都护

府， 汉文化大量西传， 中原大乘佛教乘势西进而出现的佛像类型。 目前所见， 保存这种

佛像的汉风洞窟主要保存在库木吐喇石窟和阿艾石窟中。 库木吐喇石窟因其与唐安西大

都护府府治所在地较近， 是汉风洞窟最多的石窟群。 典型的洞窟有第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６ 和 ７３ 窟， 都明显具有同时期中原佛教艺术的特点。 其年代为公元 ７－９ 世纪①。 此外，
１９９９ 年发现的阿艾石窟虽然只有一个洞窟， 但其具有敦煌盛唐壁画的内容和风格， 成

为中原汉地佛教西传龟兹新的历史见证， 历史价值十分珍贵。② 现将龟兹地区汉风佛像

特点列表如下 （表 ３）：
表 ３

发髻样式 发髻颜色 白毫 脸型 五官特征

螺髻、 肉髻扁平
①灰色
②黑色

右旋的发髻 丰硕
五官分散、 眼睛细
长、 眼角上扬、 嘴
唇丰盈、 下巴丰韵

袈裟样式 袈裟颜色 手印 手造型特征 姿态

①通肩
②袒右
③偏衫
④双领下垂
⑤钩纽式
⑥敷搭双肩下垂式
⑦半披式融入敷搭双

肩下垂式

①赤色
②黑色

说法
写 实、 手 掌 宽 大、
手指丰满

①交脚坐
②跏趺坐

佛座 头光 背光

莲花座 圆轮形
大多没有， 少数
有椭圆形背光。

　 　 汉风佛像造型具有中原汉人的特征， 五官分散、 眼睛细长、 眼角上扬、 嘴唇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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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丰韵。 手部写实、 手掌宽大、 手指丰满、 肉感十足 （图 ７）。 佛衣衣着样式上除了

犍陀罗风格和龟兹风格流行的通肩、 袒右袈裟外， 还出现了中原地区流行的典型袈裟样

式： 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 钩钮式袈裟和 “半披式” 融入 “敷搭双肩下垂式” 的袈裟。
坐或者站于莲花座上。 头光为圆轮形， 大多没有背光， 少数有椭圆形身光。

库木吐喇 １２ 窟后甬道正壁第 ４ 身佛像， 上身内着僧祇支， 外披两层袈裟， 内层袈

裟左领襟自然下垂， 右领襟下垂至腹部复向上敷搭至右前臂， 外层袈裟右袒披着后， 末

端并未敷搭至左前臂， 而是将左臂、 左肩一并敷盖。 这种披 “敷搭双肩下垂式” 佛衣

的佛像最早见于龙门普泰洞北壁大龛内坐佛， 在东魏、 北齐境内的佛像中也最为常见，
除安阳大留圣窟东魏三佛外， 安阳小南海、 南响堂山及曲阳修德寺的北齐佛像衣着多为

此式。①

而 “钩纽式” 佛衣则出现于北朝晚期的山东青州地区， 分别以右袒和通肩的方式

呈现， 其中右袒披着袈裟律典中并未要求施钩纽， 而通肩披着施钩纽， 需将钩纽藏于敷

搭左肩的袈裟之下②。 此种佛衣样式见于库木吐喇 １２ 窟后甬道正壁第 ２ 身佛像。
“半披式” 融入 “敷搭双肩下垂式” 并不是以叠加方式， 而是将 “敷搭双肩下垂

式” 中外层袈裟的 “右袒式” 改作 “半披式”。 以现有实物资料看， “半披式” 融入

“敷搭双肩下垂式” 始见于北朝晚期石窟造像， 发生时间要晚于 “敷搭双肩下垂式”。
这种新式披法在北朝造像中为数不多， 地域分布却较广， 北周以后趋于流行并成为隋唐

佛衣的常见样式， 多见于天龙山、 莫高窟及四川同期石窟造像中③。 这种样式见于库木

吐喇石窟 １４ 窟正壁阿弥陀经变图中的佛像 （图 ８）。

　 　 　 图 ７　 阿艾石窟药师佛 图 ８　 库木吐喇第 １２ 窟后甬道正壁第 ４ 身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汉风佛像 （摹本）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５０１龟兹石窟佛像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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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鹘风格佛像

回鹘风格的佛像是西迁龟兹的回鹘人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 吸收汉地及西域艺术形

式所创造的佛像艺术风格， 其年代为公元 １０ 世纪及以后。 现将其主要特点列表如下

（表 ４）：
表 ４

发髻样式 发髻颜色 白毫 脸型 五官特征

磨光发髻、
肉髻高耸

灰色 圆圈形 偏长、 腮部微鼓
额头窄、 下巴丰韵、
眼 皮 多 层、 颧 骨
突出

袈裟样式 袈裟颜色 手印 手造型特征 姿态

①通肩
②袒右
③偏衫
④双领下垂
⑤钩纽式

①黑色
②灰色
③赤色

①说法印
②禅定印
③合什印

手掌宽大、
手指细长

跏趺坐

佛座 头光 背光

莲花座

①圆轮形
②圆轮形里面绘

花卉图案
③桃形

①椭圆形
②里面绘花卉图

案和火焰纹

　 　 回鹘风格佛像的主要特点包括： 肉髻高耸， 呈灰色。 脸型方圆， 额头偏窄， 下颌宽

大， 颧骨突出。 五官较集中， 鼻梁挺直， 樱桃小口， 眉毛呈柳叶形， 眼睛细长， 眼皮两

至三层。 手掌宽大， 手指细长， 指肚均匀向指尖逐渐变细。 大多佛像身穿土红色通肩袈

裟， 也有穿着袒右， 偏衫式袈裟的， 坐莲花座乘着流云说法， 身旁有小供养人或比丘

（图 ９）。 头光除圆轮形外， 还有桃形的， 身光中绘有花卉或火焰纹样。
回鹘风格的佛像在龟兹地区分布比较广泛， 库木吐喇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 克孜尔

尕哈石窟、 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和温巴什石窟都有发现。
其中库木吐喇石窟保存回鹘风格佛像洞窟的数量最多， 有 １０ 余个。 以窟群区第

１０、 １３、 ４２ 和 ４５ 窟最为典型。 如第 ４５ 窟两甬道侧壁和后甬道正壁， 现存的画面均交

替绘佛和菩萨立像 （第 １０ 窟两甬道内侧壁画面被切割）， 这些回鹘洞窟佛像的人物造

型、 装饰效果以及绘画技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回鹘艺术特点， 应当是吐鲁番回鹘佛教艺

术西渐的结果。
回鹘风格的佛像特点在柏孜克里克第 ２０ 窟的佛本行经变图 （流失国外） 中得到充

分地反映。 该图正中绘着立佛， 高大、 慈祥。 佛陀右手上举， 双脚踏在莲花宝筏上，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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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无畏状向大众说法。 佛像五官及肢体造型均与上述龟兹地区回鹘风格佛像相同。 有趣

的是， 这尊立佛长有胡须， 佛身略呈 “Ｓ” 形， 衣纹用铁丝盘曲画法， 紧贴身体 （图
１０）。 这种长胡须的佛像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１５、 ３１、 ３３ 窟佛本行经变图都有出现， 我

们在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 ４２ 窟中的佛像上也可以看， 其中有几身佛像还披着钩纽式

田相袈裟， 与柏孜克里克第 ２０ 窟智通、 进惠、 法惠三都统供养像中人物着装一致 （图
１１）。 但这几身佛像与柏孜克里克 ２０ 窟中佛像的磨光发髻不同， 为螺发式的高肉髻。 此

外，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 ４２ 窟、 ４５ 窟中的部分佛像佩戴耳环， 这种情况在吐鲁番高昌

回鹘时期的所有洞窟中未曾见过。 上述差异可能是回鹘风格从吐鲁番地区西渐龟兹， 当

地回鹘人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的结果。

　 　 　 　 　 图 ９　 　 　 　 　 　 　 　 　 　 　 图 １０　 　 　 　 　 　 　 　 　 　 　 图 １１
（图 ９　 库木吐喇第 ４５ 窟主室券顶回鹘风佛像， 新疆龟兹研究院提供； 图 １０　 柏孜克里

克 ２０ 窟誓愿图， 采自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 ６·吐峪沟·柏孜克里

克》， 第 ９３ 页； 图 １１　 回鹘佛僧统供养像， 采自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

全集 ６·吐峪沟·柏孜克里克》， 第 ８５ 页）

三、 龟兹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印度佛教何时传入龟兹， 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 但龟兹石窟开凿于公元 ３ 世

纪， 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观点。 前面已述， 龟兹石窟最早受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 因

此， 追寻贵霜王朝与西域的关系， 就是探索龟兹佛教石窟建造时间和犍陀罗佛教艺术传

入龟兹的重要历史背景。
据文献所载， 永元二年 （９０） 贵霜王朝曾应匈奴贵族的要求， 由其王谢率兵 ７ 万

越帕米尔高原， 进入疏勒地区， 遭到班超领导的汉军顽强阻击， 被迫前往龟兹索要粮

草， 被汉军伏击， 被迫退回， 说明贵霜的势力已开始进入疏勒和龟兹地区。 另 《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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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西域传》 载，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 （１１４－１１９）， 臣盘 （疏勒国王安国之舅） 尝被遣

送至大月氏作人质， 迦腻色迦王为之建伽蓝。① 而这一时期， 恰是东汉政权放弃对西域

经营时期， 说明贵霜对这一地区影响又有所加强。 另 《大唐西域记》 亦有相关记载：
　 　 大城东三四里， 北山下有大伽蓝， ……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 特加礼命， 寒暑

改馆， 冬居印度诸国， 夏还迦毕试国， 春秋止健驮逻国， 故质子三时住处， 各建伽

蓝。 今此伽蓝， 即夏居之所建也。 ……其后得还本国， 心存故居， 虽阻山川， 不替

供养。②

公元 ３ 世纪起， 由于内乱以及与周边的政权的持续战争， 贵霜帝国走向衰落， 分裂

为若干小的公国。 一部分失意的贵霜贵族率领部众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和南缘③，
必然会对龟兹文化产生影响。

龟兹于犍陀罗关系的紧密， 还有一层十分重要的因缘， 即两地都是 “说一切有部”
的重要基地。 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王， 扶植说一切有部， 成为印度北部佛教最大的教

派。 犍陀罗和迦湿弥罗 （克什米尔） 是说一切有部的两大根据地。 由于 “譬喻师” 提

倡用各种形式开展阿毗达磨论证， 开辟了文学、 艺术等积极参与佛教弘法活动的新天

地， 刺激了佛教艺术的迅猛发展， 促使了 “犍陀罗佛教艺术” 的诞生。 我国学者指出：
“在希腊文化的长期熏陶下， 加上佛教对于佛本生的鼓吹， 直接产生了对佛的偶像及其

前生菩萨偶像的崇拜。 为了表现佛的本生和菩萨诸行， 一种新的佛教艺术形式应运而

生， 这就是犍陀罗佛教艺术。”④ 日本学者也指出： “犍陀罗美术的思想背景， 当然与有

部为中心的部派佛教有关。”⑤

“譬喻” 思想的兴起， 为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展扩大提供了契机。 犍陀罗与龟兹有

地缘、 人文和佛教思想的共同性， 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勃兴， 很快影响到龟兹并形成优势

是必然的。
犍陀罗佛教艺术的衰落， 学术界公认与公元 ５ 世纪因嚈哒人入侵有关。 但是这不等

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消亡。 犍陀罗佛教艺术转向了东方， 龟兹是其最合适的落脚点。
学者指出： “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强大影响力， 并没有在世界泯灭消亡。 早在犍陀罗

艺术产生不久， 就随佛教向外传播之洪流， 对周边产生强烈的影响。 西面影响巴米扬石

窟造型艺术， 东面越过葱岭影响到塔里木盆地周边。 最早在楼兰、 于阗就有其影响的踪

迹。 不久， 龟兹更直接受到犍陀罗造型艺术的浸染， 形成龟兹佛教特色的造型艺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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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为桥梁， 犍陀罗佛教艺术继续向东方延续， 对中国内地佛教艺术产生十分深远的影

响。 犍陀罗被嚈哒侵占， 佛教艺术被毁之际， 可能迫使一批说一切有部、 经量部的

‘论师’ ‘譬喻师’ 和雕刻家、 画家向东方转移。 根据佛教历史文化遗存看， 龟兹应该

是这些人最理想和最可靠的落脚地方。”① 尽管汉文文献中记载较少， 但根据 《高僧传》
和 《续高僧传》 记载的这一时期入华高僧数量之多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事实。

总之， 犍陀罗佛教艺术与龟兹佛教艺术， 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渊源， 龟兹佛像造型的

基础， 来源于犍陀罗是无可置疑的。
龟兹风佛像从公元 ４ 世纪初形成并定型， 至公元十三世纪龟兹佛教衰落， 一直沿袭

此风格。 这与龟兹社会历史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古代龟兹地区进入一

个比较繁盛的时期， 经济繁荣。 此时龟兹经济以农牧业为主， 由于采用先进的农耕技

术， 农业发展很快， 主要作物有麦、 稻、 粟等。 也已经种植棉花， 此外还种植葡萄等园

艺作物。 畜牧也很发达， 龟兹以产良马闻名。 毛纺和丝织业发展， 丘慈锦是其著名产

品。 龟兹北境山中有铜铁煤等矿产， 龟兹冶炼业发达， 所产铁器 “恒充三十六国之

用”②， 今天古龟兹境内的库车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冶铜冶铁遗址就是明证。 此外， 龟兹

位于丝路北道， 商业发达。 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 为龟兹本土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雄

厚的物质基础。
龟兹社会繁荣发展， 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因素， 即公元 ２ 世纪， 东汉王朝经营西域

时， 立白霸为龟兹国王， 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 白氏家族统治龟兹， 保持了龟兹政统的

长期性， 龟兹社会大局保持相对稳定， 从而促使龟兹在各方面都在发展进步， 龟兹佛教

也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 龟兹地区寺院林立、 僧徒伙众、 高僧辈出、
义学昌盛、 戒律严格， 葱岭以东诸国王侯妇女多来龟兹受戒， 中原屡遣高僧至龟兹求索

戒律③。 龟兹成为西域佛教重要中心之一。 至唐代， 龟兹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石窟遍布

境内， 丹青斑驳， 庄严画壁。
在安西大都护府管辖下， 龟兹都督府发挥地方政权的功能， 促进龟兹本土文化蓬勃

发展， 学者指出： “龟兹都督府具有现代 ‘自治政府’ 的某种性质。 原来龟兹王的权利

仍然行使， 这样， 安西地区军事、 安全事务， 由大都护府掌管。 龟兹地方事务由龟兹王

所任的都督来掌管。 可以想象， 在安西统辖范围内大局得到掌控的情况下， 龟兹可以实

现安居乐业。 尽管唐代安西时有北部突厥、 突骑施和南部吐蕃不断侵扰和内部部落的一

些动乱， 但安西 １５０ 余年， 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主流是发展、 进步、 安定的。 开创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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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发展的全新局面， 为龟兹石窟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①

公元 ６５８ 年， 唐朝将 “安西都护府” 从西州移治龟兹， 随后升为 “安西大都护

府”。 在此之前， 唐代已在龟兹建立 “龟兹都督府”。 这一时期， 安西地区军事、 安全

事务， 由大都护府掌管， 而龟兹地方事务则由龟兹王所任的都督府掌管。
为了对整个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稳固边陲， 唐政府在龟兹地区驻扎了大量的

汉军。 《旧唐书·西戎传》 载：
　 　 长寿元年 （６９２）， 武威军总管王孝杰、 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 克复龟兹、 于

阗等四镇， 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 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 既征发内地精兵，
远逾沙碛， 并资遣衣粮等， 甚为百姓所苦， 言事者多请弃之， 则天竟不许。②

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 ﹚亦曾有 “以唐兵三万戍之， 百姓苦其役”③ 的记载。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 当时在安西境内的士兵和分担军务的百姓至少有三万人。 他

们远离故乡需要精神寄托， 所以汉僧住持的寺院大量在龟兹修建， 一部分汉僧也从中原

来到龟兹。
汉僧主持的寺院奉行汉传佛教， 与本地原有佛教并行不悖， 各行其法， 各守其道。

慧超在 《往五天竺国传》 中记载：
　 　 此龟兹国， 足寺足僧， 行小乘法， 食肉及葱韭等也。 汉僧行大乘法。 ……开元

十五年 （７２７） 十月上旬至安西， 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 有两所汉僧住持。
行大乘法， 不食肉也。 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 先是， 京中七宝台寺僧。 大云寺都

维那名义超， 善解律藏， 旧是京中七宝台寺僧也。 大云寺上座名明恽， 大有行业，
亦是京中僧。 此等僧大好住持， 甚有道心， 乐崇功德。 龙兴寺主， 名法海， 虽是汉

儿生安西， 学识人风， 不殊华夏。④

以上所载透露出， 唐代安西大都护府， 中原大乘佛教十分兴盛， 佛寺的住持来自长安，
可能是朝廷所委派。 学者研究认为， 安西大都护府时期， 佛教事务有系统的管理。 在库

木吐喇石窟汉风洞窟里， 发现汉文题记： “大唐□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 荣新

江先生指出： “结合库木吐喇石窟题记所透露的信息， 我们可以确定从武周至开元这一

段唐朝盛期， 西域地区曾经奉唐朝勑令而建立了汉化佛寺系统， 它们统属于住在龟兹的

四镇都统， 而此四镇都统， 与其他官寺的重要僧官一样， 很可能是从京师直接派至安西

地区来的。”⑤

回鹘佛像是龟兹地区回鹘人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的体现。 公元 ８４０ 年左右， 由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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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人祸， 雄踞漠北的回纥汗国被其宿敌黠戛斯所灭， 部众四散。 西迁的一支进入龟兹，
被称为 “龟兹回鹘”。 后来 “龟兹回鹘” 并入 “西州回鹘”。 这一时期， 龟兹社会处于

相对稳定时期， 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本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也逐渐改信了佛

教。 学者指出： “回鹘人统治龟兹， 很快就接受了当地人民的信仰， 崇尊佛法。 这时正

值大乘佛教广为流行， 密宗弘布之时， 回鹘人也尊信大乘， 尤以密教为最， 其壁画内

容， 基本与中原相同。 在艺术上， 首先以汉风为基础， 又吸收龟兹的东西， 更主要的

是， 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 而形成符合回鹘人爱好和审美观的风格和特色。 在龟兹， 库

木吐拉石窟保存回鹘壁画最多， 内容最丰富， 最能反映龟兹历史文化。”①

由于这一时期回鹘王庭的中心在高昌地区， 加之伊斯兰教势力的东逼， 龟兹佛教开

始走向衰微。 除库木吐喇石窟外， 森木塞姆、 克孜尔尕哈、 托乎拉克艾肯和温巴什石

窟， 也保存有这一时期的一些回鹘洞窟， 他们的佛像样式都明显受到了高昌回鹘佛教艺

术的影响。

四、 结论

根据佛像的造型、 头背光以及服饰等因素的差异， 龟兹石窟中的佛像风格可分为四

类： 印度风格、 龟兹风格、 汉地风格和回鹘风格。
印度风格佛像包括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两种类型， 犍陀罗风格佛像数量要多，

其风格延续至公元 ７ 世纪。 这种风格佛像无论从头部、 脸部造型特征还是人体比例都可

以看到犍陀罗造像艺术的深刻影响。 秣菟罗风格佛像出现要晚于犍陀罗风格佛像， 影响

面比较小而弱。
龟兹风格佛像形成于公元 ４ 世纪， 延续至龟兹佛教的衰亡时期。 龟兹风格佛像是在

龟兹本地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印度、 中亚文化因素发展形成的。 经过长期的发展其造型

特征比较稳定， 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种艺术模式， 对中国内地早期佛教艺术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汉地风格佛像， 是唐代中央政府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 大批中原汉人迁移龟兹所

带来的中原大乘佛教及其艺术形式的产物。 其佛教艺术形式与风格与同时期中原汉传佛

教艺术风格相近。
回鹘风格佛像， 约公元 １０ 世纪及以后， 是回鹘人西迁后在吸收中原佛教和龟兹佛

教艺术要素， 形成的具有回鹘人审美特色的佛像类型。
通过对龟兹石窟佛像艺术风格与特点的探索， 不难看到， 正是 “丝绸之路” 这条

伟大的纽带， 将东西方优秀文化因子， 汇集融合在一起， 造就了千古流芳的龟兹佛教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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